
【马克思主义伦理学】

罗尔斯对马克思正义思想的阐释及其时代价值

杨通进＊

　　〔摘要〕　罗尔斯《政治哲学史讲义》中的“马克思讲座”，在归纳和总结由塔克—伍德命题引

发的关于“马克思正义悖论”之世纪大讨论的基础上，在西方学术界第一次系统和全面地梳理了

马克思的正义思想。该讲座从九个方面概述了塔克—伍德命题的支持者和反对者的主要观点，

确立了“马克思把资本主义谴责为不正义的”这一基本立场，从马克思的文风、混淆描述性命题

与规范性命题、拒斥乌托邦社会主义这三个方面分析了“马克思正义悖论”之所以出现的主要原

因，阐述了马克思正义观念的两个原则（平等权利原则、贡献原则）的具体内涵。罗尔斯对马克

思正义思想的系统阐释确立了正义话题在马克思思想中的合法地位，为我们思考社会主义市场

经济条件下的社会正义问题提供了重要启示，推动了人们对共产主义理想的深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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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公平正义是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之一。党的十八大报告明确指出：“公平正义是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的内在要求。”［１］（１５）习近平主席指出，公平正义是全人类的共同价值，追求公平正义是全人

类的共同理想［２］。在国际学术界，自罗尔斯的《正义论》１９７１年出版以来，正义问题就逐渐成为哲

学尤其是政治哲学的热点问题之一。进入２１世纪以来，全球正义问题则成为国际学术界的重要

焦点。可以说，当今时代，能否系统地思考与恰当地处理正义这一价值主题，已经成为检验一种

思想体系是否具有生命力的试金石。

然而，基于１８、１９世纪资本主义野蛮发展的特殊历史条件以及工人阶级发动社会主义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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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需要，马克思在其主要著作中对正义问题的阐述往往给人以“模棱两可”甚至“自相矛盾”的印

象。在埃尔斯特看来，马克思有时候会有令人恼火的不一致之处，以致“没有哪一种对马克思关

于正义和权利的各种评论的解释能使它们彼此完全一致”［３］（２２２）。２０世纪６０年代末，塔克就明确

指出，马克思并没有把资本主义当作不正义的社会来加以谴责，因为“对什么是正当的和正义的

唯一适用的规范是那种内在于现存经济制度中的规范”［４］（４６）。伍德在发表于１９７２年的《马克思

对正义的批判》①一文中更是大胆地认为，“一旦深入马克思和恩格斯著作中有关资本主义之不正

义的详细描述时，我们便会立刻发现，在他们的著作里，不仅根本没有打算论证资本主义的不正

义，甚至没有明确声称资本主义是不正义的或不平等的，或资本主义侵犯了任何人的权利”［５］（３）。

至此，关于马克思正义理论的所谓“塔克—伍德命题”正式浮出水面，成为那些试图阐释或重构马

克思正义理论的学者必须克服的障碍。作为当代最重要的正义理论哲学家，罗尔斯虽然没有直

接介入与“塔克—伍德命题”有关的学术争论，但他还是在其《政治哲学史讲义》中系统地归纳和

剖析了“塔克—伍德命题”的主要内容，并在西方学术界第一次系统和详细地阐释了马克思的正

义思想。

从结构上看，罗尔斯对马克思正义理论的阐释与重构由三个部分构成：（１）梳理并归纳塔

克—伍德命题的支持者和反对者的主要观点；（２）揭示和剖析导致“马克思正义悖论”的根源；（３）

阐释并重构马克思的正义原则。因此，本文将依次呈现罗尔斯对塔克—伍德命题的梳理、他对导

致“马克思正义悖论”之根源的剖析以及他对马克思正义原则的阐释，最后通过参考“分析马克思

主义者”以及我国部分学者对马克思正义思想的阐释与重构，来凸显罗尔斯式阐释与重构的优势

与局限，并在此基础上对罗尔斯阐释和重构马克思正义思想的独特价值及其时代意义做出评价。

一、罗尔斯对塔克—伍德命题的呈现与剖析

　　虽然学界已经普遍接受了以塔克和伍德命名的“塔克—伍德命题”，但是，伍德认为，他的观

点与塔克是不同的，而且对于学界把塔克的名字放在他的前面有些不满。他在１９８４年的一篇书

评中写道：“虽然我对塔克没有个人敌意，但我一直对外界把我与他的阐释相提并论感到恼火。

特别恼火的是，有人（诸如布坎南）做出的阐释比我的阐释在事实上更为接近塔克。”［６］较早明确

把塔克与伍德的观点联系在一起来加以讨论的是胡萨米，他在《马克思论分配正义》（１９７８）一文

中把塔克和伍德视为同一种观点的捍卫者：“一些马克思的阐述者，如罗伯特·塔克和艾伦·伍

德，断言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是正义的。”［５］（４２）杰拉斯也明确地把塔克和伍德视为同一理论阵营

的重要代表人物［５］（１４４）。但是胡萨米和杰拉斯的论文中都未出现“塔克—伍德命题”这样的术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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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早提出并使用“塔克—伍德命题”这一术语来指称这类观点———马克思对正义理念本身持

一种批判和否认的态度，而且没有从正义的角度来批判和谴责资本主义———的是尼尔森。尼尔

森发表于１９８７年的一篇论文标题中首次出现了“塔克—伍德命题”（Ｔｈｅ　Ｔｕｃｋｅｒ－Ｗｏｏｄ　Ｔｈｅｓｉｓ）这

一后来广为流行的术语。在尼尔森看来，塔克和伍德相信，马克思并不认为应当从正义的角度来

评价资本主义。“塔克和伍德认识到，至少初看上去，这是一个非常吊诡的命题。”［７］１９８８年，尼尔

森又发表了标题含有“塔克—伍德命题”的论文《马克思论正义：对塔克—伍德命题的重新审视》，

进一步对“塔克—伍德命题”的核心观点做出了系统剖析和批评，从而使得“塔克—伍德命题”在

马克思政治哲学的研究者中广为流传。［８］（１８５）

罗尔斯在其《正义论》初版（１９７１）第２８１页的一个脚注中就提到了塔克的《马克思的革命观

念》（１９６９）一书，并把塔克视为这种观点———马克思所说的完全的共产主义社会是一个超越了正

义的社会———的重要代表人物［９］（２１１）。这可视为罗尔斯对“塔克—伍德命题”的初次接触。据罗尔

斯的学生、《政治哲学史讲义》一书的整理者弗里曼记载，罗尔斯在２０世纪８０年代早期之前是接

受塔克—伍德命题的主要论点的，即“马克思不拥有正义的观念，他把正义视为某种意识形态观

念，是支持对工人阶级的剥削所必需的”［１０］（２）。受到Ｇ．Ａ．柯亨等人的影响，罗尔斯才放弃了这种

观点。需要指出的是，罗尔斯在其著作中虽然提到了塔克、伍德、柯亨、杰拉斯等人的名字和论

著，但是罗尔斯本人并没有使用过“塔克—伍德命题”这一术语。

在《政治哲学史讲义》一书中，罗尔斯从九个方面归纳了塔克—伍德命题的主要内容和试图

消解塔克—伍德命题的学者（以胡萨米、杰拉斯、柯亨等人为代表）的主要观点（参见表

１）［１０］（３５１，３５６－３６７）。罗尔斯对双方的核心观点的归纳与杰拉斯在《关于马克思与正义的争论》一文中

对双方核心观点的概括基本上是对应的（罗尔斯也把杰拉斯的这篇论文列为他的参考文献之

一）［５］（１４６－１５４），只是罗尔斯的表述更为简明扼要，论点更为鲜明。

罗尔斯赞成杰拉斯、柯亨等人的大部分观点，并着重剖析了那种认为马克思否认资本家对劳

动力的购买是不正义的观点。罗尔斯明确指出，如果我们仔细考察“马克思是如何揭露资本主义

社会的外在表象所掩盖的、存在于资本家和工人之间的交换关系的实质的，那么，我们就会清楚

地看到，他认为那种关系根本就不是一种交换关系，而只是一种借口———强迫劳动的借

口”［１０］（３５７）。罗尔斯引用了马克思的多段原文来表明，工人与资本家之间的表面上平等与自由的

交易，实际上是一种不平等的和不自由的交易，是资本家对工人的掠夺与剥削。例如，马克思在

《资本论》中指出，“劳动力的不断买卖是形式。其内容则是，资本家用他总是不付等价物而占有

的他人的已经对象化的劳动的一部分，来不断再换取更大量的他人的活劳动”［１１］（６７３）。马克思把

剩余产品称作资本家阶级每年从工人阶级那里夺取的贡品，即使资本家用贡品的一部分以十足

的价格从工人阶级那里购买追加的劳动力，用等价物交换等价物，“那还是征服者的老把戏，用从

征服者那里掠夺来的货币去购买被征服者的商品”［１１］（６７２）。同样，劳动力的买卖在流通领域好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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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自由的，但是，工人阶级总是不得不“在社会条件的逼迫下，按照自己的日常生活资料的价格出

卖自己一生的全部能动时间，出卖自己的劳动能力本身”［１１］（３１２－３１３）。资本从工人身上榨取的那些

剩余劳动“是资本未付等价物而得到的，并且按它的本质来说，总是强制劳动，尽管它看起来非常

像是自由协商议定的结果”［１２］（９２７）。在罗尔斯看来，这些话听起来不像是一个相信资本主义是一

种正义的社会制度的人所说的话。相反，在正常情况下，人们可以把这些话理解为：马克思“认为

资本主义制度是不正义的”［１０］（３５８）。

表１　塔克—伍德命题及其反对者的主要观点

塔克—伍德命题的主要内容 杰拉斯、柯亨等人的观点

１．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认为，工资关系并不涉及对工人的非正义

问题。

１．马克思把工资关系看作资本主义社会的流通体系的一部分。

它被一种对生产方式的解释所补充，该解释表明，工资关系不

是一种交换关系，而是一种剥削关系。

２．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抨击了关于公平或正义分配的社

会主义理念。

２．在《哥达纲领批判》中，马克思不仅把按需分配原则排列在资本

主义的规范之上，而且还排列在社会主义的按劳分配原则之上。

因而，马克思实际上假设了一种客观的、非历史的正义标准。

３．马克思认为，正当与正义的规范内在于特定的生产方式之中。
３．马克思把资本家对工人的剥削说成错误的和不正义的，他常常

把剥削称作“抢劫”和“偷窃”。

４．马克思把道德基本上视为意识形态。

４．马克思对道德相对主义的明确陈述，实际上是对下述事实的陈

述，即如果关于正义、公平或其他重要价值的原则要想得到实

现，那么某些物质条件是必需的。

５．那种认为马克思关注正义的观点，是从一种关注分配的狭窄

的、改良主义的角度来错误地理解他的思想。

５．一旦我们具有了某种恰当的、视野宽广的正义概念（它涵盖了

所有类型的基本权利的分配），那么，对分配问题的关注就不是

贬义的和改良主义的。

６．那种认为马克思关注正义的观点，偏离了马克思的主要工作的

根本方向：揭示那些将导致资本主义之终结和瓦解的真实而积

极的历史力量。

６．虽然马克思并不认为基于正义概念和其他观念的道德批判就

是足够的，但是，道德批判在他的思想中仍占有一席之地，而且

始终伴随着他对于历史变革力量的分析。

７．马克思认为，正义是一种司法价值，因而它在完全的共产主义

社会中无法发挥作用。

７．把权利和正义的概念归结为司法性的概念是过于狭隘的。权

利和正义的概念可以独立于强制性的国家制度及其法律体系

而加以构思，能够用来评判社会的基本结构及其基本制度安排

的合理程度。

８．马克思把完全的共产主义社会构想为一个超越了资源稀缺和

社会冲突之状况的社会，一个超越了正义的社会。
８．“各尽所能，按需分配”的原则就属于这种类型的正义概念。

９．马克思确实谴责资本主义，但他这样做是基于其他价值，诸如

自由和自我实现。

９．在关于权利与正义的价值和原则（一方面）与关于自由与自我实

现的价值和原则（另一方面）之间的那种人为的区分是武断的；

对后者的关注完全可以纳入正义与权利的范畴中来加以处理。

罗尔斯还指出，即使是那些认可塔克—伍德命题的人也承认，马克思是谴责资本主义的。而

马克思在谴责资本主义时，必定是依据某种价值观。赞成塔克—伍德命题的人认为，马克思谴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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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主义时，依据的是自由、自我实现与人道等价值。罗尔斯则认为，马克思依据的是某种正当

与正义的观念，而正义观念可以把人们对自由、自我实现与人道的关切纳入其中，因此，伍德等人

反对马克思拥有正义观点的做法，更多是一种“语词之争”。此外，马克思把资本主义制度当作一

种剥削的制度来加以谴责。然而，剥削是一个道德概念，“它潜在地诉诸某种类型的正义原

则”［１０］（３４８）。金里卡亦指出，就其日常含义而言，剥削意味着“不公平地利用他人”，事实上，“每一

种正义理论都有它自己的关于剥削的理论———因为每一种正义理论都要解释，从他人那里受益

的哪些方式是被允许的，哪些方式是不被允许的”［１３］（２２８）。因此，在罗尔斯看来，当马克思用抢劫、

偷盗和诸如此类的说法来指称资本家对剩余价值的攫取时，他就是在认为资本主义制度是不正

义的，因为，“偷盗或劫掠就是夺走从公正意义上说本来属于别人的事物，因此是在以不正义的方

式行动。任何一种建立在偷盗基础上的经济制度都必须被看作是一种不正义的制度”［１０］（３５９）。

二、导致“马克思正义悖论”的原因

　　在关于“马克思是否把资本主义谴责为不正义的”问题上，人们之所以形成了上述两种针锋

相对的观点，原因有很多。如果我们能够找到这些原因，那么，关于马克思在正义问题上的“悖论

就可以消除”，而马克思关于正义的各种不同论述就可以是“相互一致的”［１０］（３６６）。关于导致马克

思正义思想之“悖论”的原因，罗尔斯在其著作中提到了三点。

第一，马克思“对正当与正义理念的表面上的轻视态度”［１０］（３５０）。熟悉马克思文风的人都知

道，马克思的许多思想都是在与其理论对手的论战中表达出来的。出于论战的需要，马克思有时

会故意夸大自己与论战对手的不同之处，着重揭露和说明对方理论的错误之处，从而就有意或无

意地忽视自己与论战对手的相同或相近之处，忽略对方观点的正确之处。例如，在《哥达纲领批

判》中，马克思为了批判拉萨尔主义的错误，就主要把精力用于揭露和说明按劳分配原则及其所

包含的平等权利原则的局限与不足，而没有正面阐释这两个原则相对于按资分配原则与封建特

权原则的先进性与合理性。这种写作风格给人的印象就是，马克思对按劳分配原则与权利平等

原则持完全的批判和否定态度。为了达到批倒对方的目的，马克思经常会使用反讽、嘲笑、夸张

等修辞手法，从而“模糊了马克思的主要论点”［１０］（３６０）。

第二，马克思的著作中包含着两类性质完全不同的命题，一类是描述性命题，另一类是证明

性命题；前者关注的是功能性解释，后者关注的是规范性证明。塔克—伍德命题的支持者之所以

认为马克思没有把资本主义谴责为不正义的，重要原因之一在于，他们混淆了马克思的相关论述

中所包含的这两类不同命题，把马克思对这一事实———根据资本主义的司法正义概念，资本家与

工人之间就劳动力的买卖所达成的协议是正义的———的描述，解读为马克思对这一价值判

断———资本家与工人之间就劳动力的买卖所达成的协议是正义的———的证明。“当马克思说某

种特定的司法意义上的正义概念适合于资本主义，而且已基本适应了资本主义的运行要求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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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意思并不是在赞同这种正义概念”，他只是在描述那种适合于资本主义的司法意义上的正义概

念；他是想告诉我们“这种正义概念是如何运作的，它的社会功能是什么，以及它是如何塑造被资

本家和工人共同持有的正义观念的”［１０］（３６７－３６８）。

例如，在《马克思对正义的批判》一文中，塔克引用了马克思《资本论》第三卷第２１章“资本生

息”中的一段话。在那里，马克思首先描述了产业资本家与货币资本家之间的经济交往关系：前

者从后者那里借贷１００英镑进行生产，在１年内获得２０英镑的利润，并把５英镑作为利息付给后

者。吉尔巴特认为，前者应该把一部分利润（作为利息）付给后者，这是不证自明的天然正义的原

则。马克思认为，吉尔巴特的这种观点是荒谬的。接着，马克思对产业资本家与货币资本家之间

的这种经济交往活动展开了进一步的说明：“生产当事人之间进行的交易的正义性在于：这种交

易是从生产关系中作为自然结果产生出来的。……［这些交易活动的］内容，只要与生产方式相

适应，相一致，就是正义的；只要与生产方式相矛盾，就是非正义的。”［１２］（３７９）马克思的这段话意在

描述和说明，“产业资本家付给货币资本家一定的利息”这一交往规则在资本主义社会中所发挥

的功能以及该交往规则在资本主义社会为何会被认为是正义的。但是，伍德却把这段话看成对

下述观点的规范证明：在马克思看来，“正义的交易就是有意要深化某个特定阶级的利益，或是保

证现存秩序的稳定”［５］（１６）；“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对剩余价值的占有不仅是正义的，而且，任何阻止

资本占有剩余价值的尝试都是绝对不正义的”［５］（２３）。因为，占有剩余价值的行为不仅符合统治阶

级（资产阶级）的利益，而且与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相一致。段忠桥教授认为，伍德对马克思的这

段引文的解读是错误的，“它与马克思那段话的原意明显相悖”［１４］。罗尔斯也认为，马克思的这段

话想表明的是，“偿付利息并不是一件不证自明之自然正义的事情”［１０］（３５３）。可是，伍德却把这段

描述性的话语解读成了对“符合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正义观念”的规范证明。

与此解读错误相关的另一个常见解读错误是，塔克—伍德命题的支持者往往把马克思对特

定的正义观念与道德原则（如资本主义社会的某些正义观与道德原则）的批判，理解成对一般意

义上的正义观念与道德原则的批评。但是，正如佩弗指出的那样，在马克思那里，“很多对权利的

批评都可以看作并非对一般权利的批判，而是对资产阶级权利观念的批判”［１５］（３４７）。马克思经常

揭露资产阶级所宣扬的自由、平等与权利等价值理念的虚伪性，即自由、平等和权利只能被资产

阶级享有，而不能被无产阶级以及其他被统治阶级所享有；但这并不意味着，在马克思看来，所有

关于自由、平等与权利的价值理念都是虚伪的。

第三，“马克思似乎从未系统地考虑过正义问题”，也没有撰写过全面而系统地阐释他的正义

思想的专著。从理论建构的角度看，“他之没有系统地思考正义问题，似乎另有原因”［１０］（３６９）。罗

尔斯简要讨论了其中的六个原因［１０］（３５９－３７２）。

１．马克思反对乌托邦社会主义者。后者仅仅满足于从道义的角度批判和谴责资本主义，而

不是致力于从科学的角度揭示资本主义的运行规律，以便当历史条件成熟时，无产阶级能够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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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以一种现实的、有准备的方式去推翻资本主义。

２．马克思反对那种仅仅关注狭义的分配正义问题的改良主义倾向。

３．乌托邦主义者没有把工人阶级视为解放自己的主体；在他们看来，只有当他们通过自上而

下的方式来领导工人阶级，并自上而下地对工人阶级进行道德教育和道德说服工作以后，工人阶

级解放自己的必要条件才会出现。满足于从道义的角度去动员工人阶级，是社会主义运动未成

熟的表现。

４．以乌托邦社会主义者为代表的早期社会主义思想的特征是，思想的混乱无序和多样化的

未来理想社会观念。如果把思想分歧与观念之争的解决视为改变世界的前提条件，那么，无产阶

级的革命运动就只能推迟到无限遥远的未来。

５．乌托邦社会主义者诉诸人性，认为人性是比阶级性更为深刻、更为基础的因素。他们的思

想（包括正义观念）大都建立在这种抽象的人性论基础之上。这使得他们相信，他们能够居高临

下地把关于未来社会的观念（包括正义观念）强加给社会，或通过道德劝导灌输给社会，因而，他

们反对实现无产阶级解放的唯一现实的道路：阶级斗争和革命行动。

６．马克思对关于道德理想（特别是关于正义、自由、平等和友爱的道德理想）的纯粹说教持怀

疑态度。马克思也经常从道德社会学的角度去描述、解释和批判道德的意识形态功能。但是，正

如尼尔森指出的那样，马克思虽然对道德化的说教毅然决然地持不信任和轻蔑的态度，对道德的

意识形态功能大加挞伐，但是，“并非所有的道德信念和评价性信念都是意识形态”［８］（１５２）；马克思

对他自己及其亲密战友所给出的道德判断的信心更是表明，“他仍然对我们人类的道德能力充满

信心，至少他实际上承认了，在最理想条件下人们是可以头脑清醒地使用这种能力的。就道德本

身而言，没什么因素会使其成为虚幻之物”［８］（１５６）。

在罗尔斯看来，除了上面提到的这些，还有许多其他原因使得马克思没有系统地阐述他自己

的正义思想，并导致了塔克—伍德命题的出现。但是，这些理由并不能阻止马克思“持有某些正

义理念，也不能阻止他依据自己的思想严肃地提出这样的观点：资本主义是不正义的”［１０］（３７２）。

三、罗尔斯对马克思正义原则的阐释

　　罗尔斯指出，伍德等人主要是从司法的角度来理解马克思的正义概念，这种只关注市场交换

与消费物品之分配的正义概念是一种狭义的正义概念。“但是，一旦我们从一种更为宽广的角

度———即把正义运用于社会的基本结构及作为背景正义的制度———来思考政治正义的概念，那

么，马克思可能就会持有（至少是潜在地持有）某种广义的政治正义概念。”［１０］（３６０）

在罗尔斯看来，马克思的这种广义的正义概念主要包括两个原则。

１．平等权利原则：“社会所有成员———所有自由联合的生产者———都拥有获得和使用社会的

生产资料和自然资源的平等权利。”［１０］（３６７）这一原则包含三个具体的含义：第一，所有的人都拥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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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等获得和使用社会生产资料的权利；第二，所有的人都拥有与其他人共同参与到制定经济计划

的公开而民主的决策中去的平等权利；第三，每个人都应该平等地分担那些任何人都不想去承担

的必要的工作。［１０］（３８４）

在罗尔斯看来，这一原则为马克思把资本家对剩余劳动的侵犯描述成偷盗和劫掠提供了基

础，因为，生产资料的私有财产权侵犯了这种平等权利。如果生产资料掌握在自由联合的生产者

手中，并且生产活动是通过一种公开而民主的经济计划来实施的，那么，就不会存在异化或剥削。

而马克思所理解的社会主义社会之所以不存在剥削并且比资本主义社会优越，乃是由于社会主

义的“经济活动遵循着一个公开的民主计划（所有的社会成员都平等地参与了该计划的制定与实

施）。这种经济活动尊重了以马克思的正义理念为基础的平等权利，即所有人都拥有获得社会资

源的平等权利”［１０］（３７８）。总之，根据这一原则，任何一种社会制度的安排，都应当确保每一个人都

拥有获得自然资源、生产资料和各种社会资源（如自由、自我实现的机会等）的平等权利。在这个

意义上，这一“正义观念是不受历史条件限制的”，“在任何时代都是正确的”［１０］（３６８）。从这一正义

原则的角度看，资本主义以及资本主义之前的社会形态基本上都是不正义的，而那些“适合于奴

隶制、封建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司法意义上的正义观念从来都不是合理的”［１０］（３６８－３６９）。

２．按劳分配原则（贡献原则）：从作为自由联合之生产者的社会成员的角度看，“社会中的总

体人类劳动是生产的唯一相关因素”［１０］（３６７），是社会的增加了的总体价值的主要贡献者，因而，对

劳动产品的初次分配应当以人们的劳动贡献为主要依据。这一原则是社会主义社会（作为共产

主义的第一阶段或初级阶段）的重要分配原则，同时，它也只是一个过渡性的原则。在完全的共

产主义社会，这一原则将不再适用。不过，按劳分配原则并不意味着劳动者创造的所有价值都应

当归劳动者所有。事实上，任何一个社会（包括公正的社会主义社会）都需要一定的社会剩余，

“以提供诸如公共健康、教育、福利、环境保护等公共物品。这意味着，人们用于工作的时间，必须

要多于他们用于生产获得工资收入的物品所需时间”［１０］（３４８）。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指出，

对于劳动所创造的社会总产品，至少需要先扣除六个部分，剩下的部分才能依据按劳分配原则分

配给劳动者。这扣除的六个部分分别是：用来补偿消耗掉的生产资料的部分；用来扩大生产的追

加部分；用来应付不幸事故、自然灾害等的后备基金或保险基金；管理费用；用来满足共同需要

（如学校、健康设施）的部分；为丧失劳动能力的人（如老人和无劳动能力者）设立的基

金［１６］（３０２－３０３）。罗尔斯指出，根据马克思的思路，决定这些扣除是否正义（是否不构成剥削）的标准

主要有三个：这些扣除在其中得以发生的背景性制度是否是正义的；这些扣除是不是由劳动者以

集体的方式加以控制的；这些扣除是否用于满足劳动者的健康、教育、福利等公共需求［１０］（３４８－３４９）。

按劳分配原则也不意味着，我们应当依据劳动贡献来分配所有的社会资源、自然资源与生产

资料。马克思和罗尔斯都意识到，按劳分配原则尽管比按资分配原则更先进，但是，它也有着自

身的极限或缺陷。其中，按劳分配原则最为明显的缺陷是，基于人们在自然天赋与社会天赋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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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不平等，它必然导致人们在收入和福利方面的不平等。马克思承认，同等的劳动量应当获得同

等的消费资料这一按劳分配的平等权利原则存在许多弊病，“但是这些弊病，在经过长久阵痛刚

刚从资本主义社会产生出来的共产主义社会第一阶段，是不可避免的。权利决不能超出社会的

经济结构以及由经济结构制约的社会的文化发展”［１６］（３０５）。罗尔斯认为，对由不平等的个人天赋

所导致的享有消费品方面的不平等，可以通过采用差别原则来加以调节。但是，“马克思会拒绝

差别原则和与此类似的原则”［１０］（３８２）。因为，差别原则意味着，我们可以通过一些激励措施来使得

那些拥有较高天赋的人为那些拥有较低天赋的人的利益而工作。罗尔斯认可柯亨的观点，认为

马克思接受的是某种左翼自由至上主义的观点：每个人对于他自己的人身和能力都拥有完整的

自我所有权。因而，（１）每个人都有道德权利去做他自己想做的任何事情，只要他的做法不损害

任何其他人的个人所有权；（２）其他人不能以惩罚的痛苦相威胁来要求他去帮助别人，除非他签

署了想要帮助别人的契约。所以，“马克思并不认为，应当要求那些天赋较高的人通过这样一种

方式———即对那些天赋较低的人的福利做出贡献———来挣得其更大的消费份额。除了尊重每个

人都拥有的获得和使用外部自然资料的平等权利外，任何人都不对他人负有什么义务，除非人们

想自愿地去尽这样的义务”［１０］（３８２）。

平等权利原则是罗尔斯所理解的马克思的正义观念的核心原则，而按劳分配原则只是其辅

助原则。对于人们经常提到的“按需分配原则”，罗尔斯则没有把它当作马克思正义概念的原则

之一来加以阐释和理解。在他看来，“各尽所能，按需分配”不是一条关于正义的原则，也不是一

条关于正当的原则；它“只是一个描述性的概念或原理，可以准确地描述共产主义高级阶段的社

会变革以及社会的运行机制”［１０］（３８４）。不过，通过对平等权利原则的阐释，罗尔斯也部分地实现了

与马克思的正义原则的和解，即他们两人都接受平等权利原则（罗尔斯正义观的第一条正义原

则），尽管他们在何种权利应当优先得到满足的问题上仍存在分歧。

罗尔斯对马克思的正义原则的上述解读，与国内外一些学者的解读既有相同之处，也有不同

之处。例如，尼尔森和佩弗所理解的马克思主义的正义原则都由“平等权利原则”和一些补充原

则构成。平等权利原则是尼尔森的平等主义正义观的第一条原则（与罗尔斯的第一条正义原则

大致相同）。他补充的另一条正义原则是：在满足这些条件（为社会的公共价值做出预留；预留出

维持社会的正常生产能力所必需的资本；兼顾有差别的非人为控制的需要与偏好；适当权衡个人

的正当权利）的前提下，收入和财富的分配应当让每个人都有平等分享的权利，同时，每个人都要

公平地分担增进人类福祉所必需的负担。［１７］（５４）佩弗基本上接受了罗尔斯的两条正义原则，只是对

这两条正义原则做了一些修正。其中，有两条修正较好地满足了马克思的正义关切：（１）确保每

个人的安全与生存权利是最优先的正义原则，任何人的生活都不得低于最低限度的福祉水平；

（２）民主必须不局限于政治领域，还必须贯彻到社会和经济领域。佩弗认为，“马克思赞成对平等

自由（包括消极自由和积极自由）的最大化原则”［１５］（４４１）。由此可见，尼尔森与佩弗都接受了罗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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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对马克思的平等权利原则的阐释。

我国一些学者对马克思正义原则的阐释也与罗尔斯的阐释存在共鸣，即他们都认为，平等权

利原则是马克思正义观的重要原则之一。例如，李佃来教授认为，马克思的正义观是一个由个人

所有权原则、分配正义原则和自我实现原则构成的“充满辩证张力的立体结构”。他认为，对正义

的探讨建立在对人的权利之认可的基础之上，权利乃是人应得的资格，对个人所有权的认可构成

了马克思正义观的一个基础性的层面；分配正义原则追求的是“分配上的平等主义”，“马克思在

分配上的最终诉求，就是结果上的平等”；自我实现是一个超越了物权（包括罗尔斯的“基本善”概

念中的收入与财富，以及权利和自由、机会与权力）的高位正义范畴。“这种高位的正义虽然超越

了低位正义原则，但并未消解后者，而是对其进行了提升和转化，所以，不会因为讲人的自我实现

就不讲人的权利了，人的自我实现不会将人的基本权利排除在外，而是使人的基本权利在内涵上

变得更加丰厚。”［１８］（２１９－２２０）与李佃来教授一样，王新生教授也认为，马克思的正义原则并不是单一

的，而是一个两层面（低阶正义原则与高阶正义原则）、多层级（权利原则、贡献原则与需要原则）

构成的相互关联的序列。由权利原则与贡献原则组成的权利正义原则（亦称应得正义原则）属于

低阶正义原则，需要原则属于高阶正义原则。马克思总是用高阶正义原则说明和批判低阶正义

原则，用贡献原则批判权利原则，用需要原则说明贡献原则的局限性；但是，高阶正义原则不是对

低阶正义原则的否定，而是把后者的合理关切纳入更大的框架中来加以考量。“马克思的正义上

承自由下接权利，将权利的实现看作是自由的增进，将自由的实现看作是权利的扬弃。”［１９］（２５５）与

国外学者相比，我国学者一方面既把平等权利原则当作马克思正义观的原则之一来加以认可，同

时，又凸显自我实现原则或自由原则对权利原则的优越性，强调马克思正义观的超越性。

四、启示与思考

　　在阐释包括马克思在内的政治哲学家的思想时，罗尔斯始终坚持两条重要的阐释学原则，即

谦卑阐释原则和善意阐释原则［１０］（４－５）。基于这些阐释原则，罗尔斯把马克思看成自由主义的批

评者；他认为，马克思有着过人的天赋，并引用恩格斯的话说，马克思是一位天才。他指出，马克

思的思想规模庞大，并在理论经济学和政治社会学领域取得了非凡的和英雄般的成就；他还鼓励

人们研究马克思的思想，“努力把对马克思的理解推向更为深入的层面”［１０］（３３２）。

虽然坚持了这些原则，但是，我们还是很难说罗尔斯对马克思正义思想的阐释就是完美的，

不存在遗漏或值得商榷之处。例如，与尼尔森、佩弗、李佃来、王新生等对马克思正义原则的阐释

相比，罗尔斯的阐释或许过于单薄。他关于马克思对自由主义的四点批评的指认还带有塔克—

伍德命题的烙印。［２０］（２１３）尽管如此，罗尔斯对马克思正义理论的阐释仍具有重要的时代价值。

第一，确立了正义话题在马克思思想中的合法地位。

罗尔斯及其《正义论》不仅复兴了当代政治哲学，还把正义问题推向了政治哲学的舞台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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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德那篇引发了关于马克思正义悖论之“世纪争论”的论文《马克思对正义的批判》（１９７２）就是在

《正义论》的启发下撰写的。介入塔克—伍德命题争论的双方所使用的概念工具及其思想灵感也

主要得益于《正义论》。罗尔斯在《政治哲学史讲义》中对马克思正义思想的阐释，既是对那场世

纪之争的一个总结，也是对关于马克思正义悖论之争的“盖棺定论”。

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中后期以来，罗尔斯关于“马克思拥有某种正义思想”的观点逐渐成为西方学

术界的主流观点，并改写了西方政治哲学史的书写方式。施特劳斯和克罗波西主编的广为流传

的《政治哲学史》（１９６３年初版，１９８７年再版）完全没有提及（更不用说讨论了）马克思的正义思

想［２１］。但是，在经历了关于马克思正义悖论的世纪大讨论以及见证了罗尔斯对马克思正义思想

的系统阐释以后，西方学术界（尤其是政治哲学界）在书写政治哲学的历史时，已经无法再漠视马

克思政治思想的正义维度。例如，由Ｅｄｗａｒｄｓ和Ｔｏｗｎｓｈｅｎｄ主编的《阐释现代道德哲学：从马基

雅维利到马克思》（２００２）就用了三页的篇幅来讨论马克思的正义思想［２２］（２１１－２１３）。费舍尔的《西方

政治理论中的马克思主义伦理学》（２０１５）则用了三分之一的篇幅讨论马克思的财产正义思想［２３］。

一个有趣的现象是，在２０世纪８０年代接受了塔克—伍德命题并在《分析马克思》（１９８４）一书中将

马克思刻画成“反道德家”的米勒［２４］（１５），后来不仅放弃了对塔克—伍德命题的支持，还在２０１０年

出版的《全球化的正义》一书中，试图从分析马克思主义学派的视角来建构一种“马克思主义的全

球正义理论”［２５］（４－９）。

西方学术界关于马克思正义悖论的大讨论以及罗尔斯对马克思正义思想的阐释，同样影响

了我国学者对正义问题的理解以及对马克思正义思想的接受。我国学者对正义问题的研究是随

着罗尔斯《正义论》中文版的出版（１９８８）而逐渐展开的。然而，正如段忠桥教授指出的，在２１世

纪初期之前，在如何看待和评价我国正在出现的较为严重的贫富差距这一重大现实问题以及现

代社会的分配正义这一重要理论问题上，我国从事马克思主义研究的学者“出现了集体失语的情

况”［２６］（７１）。导致这种情况的原因之一是，我国研究马克思主义的学者普遍认为，“正义并不是马克

思诉求的对象，而是马克思拒斥和批判的对象”［２７］。这种观点也是我国传统的马克思主义教科书

的正统观点［２６］（７２）。２１世纪以来，随着我国学术界对罗尔斯相关思想（包括罗尔斯对马克思正义

思想的阐释）的研究逐渐深入，以及段忠桥、王新生、李佃来等马克思主义研究者的不断努力，认

可马克思正义思想的观点也逐渐成为我国学术界的主流观点，而重新书写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

的时代正在到来。

第二，认真对待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正义问题。

马克思曾指出，社会主义社会作为刚刚从资本主义社会中产生出来的共产主义社会的第一

阶段或初级阶段，“在它的各方面，在经济、道德和精神方面都还带着它脱胎出来的那个旧社会的

痕迹”［１６］（３０４）。我国目前还处于实行市场经济体制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因而，我国的社会经济发

展也必然难以摆脱资本主义社会的某些特征。认可包括私有制在内的多种所有制的合法性以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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允许劳动创造的剩余价值的部分转移，这是市场经济的基本前提；多种所有制并存与贫富差距现

象的难以消除，是市场经济的两个重要特征。目前，如何证明私营企业主的利润收入的合法性，

如何协调不同经济主体之间的利益关系，从正义还是剥削的角度来理解不同人群之间的贫富差

距———这些都是实行市场经济体制的我国所面临的重要理论挑战，而以消除私有制为目标的传

统马克思主义很难为我们应对这些挑战提供思想资源。

罗尔斯对马克思正义理论的解读，为我们思考这一实践与理论难题提供了重要的启示。首

先，罗尔斯意识到了按劳分配原则（贡献原则）可能导致的不平等后果，并主张用差别原则来缩小

这种不平等。其次，在根据当代的边际生产力理论来讨论马克思《资本论》第三卷第４８章“三位

一体的公式”中关于资本—利润、土地—地租、劳动—工资的相关论述时，罗尔斯指出，在马克思

看来，资本、地租和劳动是“生产过程中的三个平等的参与者；并且，作为平等的参与者，各自都应

该根据其贡献而对社会总产品分享相应的份额”［１０］（３６２）。这为我们认可不同利益主体的合理诉求

提供了重要依据。再次，罗尔斯的正义论虽然许可生产资料的财产权制度的存在，但他指出，财

产权“不是一种基本的权利；财产权的享有必须要满足这样一个前提：在现存的各种条件下，它是

满足正义原则的最有效方式”［１０］（３３３）。这为我们如何利用包括私人资本在内的私人财产来促进公

共福利提供了重要的思路。最后，虽然一些批评者认为，罗尔斯的正义论建立在认可私有制的基

础上，是对福利资本主义的辩护，但是，罗尔斯认为，“至少从理论上说，一个自由的社会主义政权

也能满足两个正义原则。……正义论自身并不偏爱［资本主义、社会主义］这两种制度中的某一

种”［９］（２８１）。按照罗尔斯的理论，“要在各种形式的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做出选择，应看哪个更

能符合社会正义的要求”［１５］（４００）。从这个角度看，面对如何降低和消除贫富差距这一问题，我们思

考的重心不应当是如何消除私有制，而应当是如何公平地分配基本的社会善，如何公平地分担增

进公共福利所必需的负担。总之，适合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正义理论“必须将个人权利、个人

自由、公平分配作为基本原则肯定下来，同时也必须将平等享有、共同富裕、社会和谐作为基本原

则肯定下来”［１９］（２６１）。

第三，重新思考共产主义社会的正义问题。

马克思曾在《哥达纲领批判》中指出，在共产主义社会的高级阶段，随着强制分工的消失、脑

力劳动与体力劳动之对立的消失、劳动成为人们的第一需要、集体财富的源泉充分涌流，人们将

遵循“各尽所能，按需分配”的原则［１６］（３０５－３０６）。许多学者据此认为，在马克思看来，完全的共产主

义社会是一个不需要权利观念与正义原则的社会，是一个正义原则在其中不再适用的社会，一个

超越了正义原则的社会。这一直是传统的马克思主义者（包括我国研究马克思主义的多数学者）

的观点，也是塔克—伍德命题及其支持者主张的观点。罗尔斯也认可塔克—伍德命题对马克思

的那段话的这种解读。但是，在他看来，“正义的逐渐消失既是不值得欲求的，也是在实践中难以

实现的”［１０］（３８５）。正义的消失之所以是不值得欲求的，乃是因为，具有某种正义感以及具有与正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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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相关的各种理念是人类生活的一部分，是人之为人的本质之一，是理解其他人、承认其他人的

权益的一个组成部分；不能被正义的原则和美德所感动的人，不再是我们所能理解的人类成员。

正义的消失之所以是不太现实的，乃是由于罗尔斯所阐明的、使得正义成为必要的两个重要条

件———中等稀缺的事实、合理多元论（人们都拥有各自的善观念与生活计划）的事实———是人类

生活的两个恒久事实；历史无论发展到哪个阶段，都不可能消除这两个基本事实。

罗尔斯关于即使在共产主义社会，正义也不可能消失、也无法消失的观点得到了多数学者的

认可和支持。尼尔森指出，鉴于地球资源的减少和日益增长的世界人口，人类很有可能永远无法

消除稀缺状态以至于让某些利益冲突消失不见。［８］（２００）布坎南进一步指出，即使在没有阶级冲突的

情况下，也可能存在非利己主义的利益或观念的冲突；即使在一个完全由利他主义者组成的社会

中，人们在关于什么是共同善以及可以通过哪些手段实现共同善的问题上也会存在激烈的分歧；

即使人们在某一既定时间内能够不诉诸权利原则而对如何使用社会资源达成一致，他们在如何

理解和履行对后代的责任问题上也仍然会面临分歧；这些冲突和分歧会严重到需要正义原则来

加以解决［２８］（１９７－１９８）。

面对罗尔斯等人的上述分析，人们不得不重新思考共产主义社会是否真的是一个可以超越

正义的社会的问题，重新思考“各尽所能，按需分配”的可行性的问题［１３］（２４２－２４５）。对与共产主义社

会有关的正义问题的这些探讨，或许将更新和深化我们对共产主义社会的研究和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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